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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合作的起源:一种理论解释
＊

任 琳 尹继武
＊＊

内容提要 金砖国家是中国提倡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

话语权和规范制定权力的重要平台。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外生功能
因素包括系统外部环境、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和国际制度环境，外生规
范因素有重复合作的报偿文化、完善公正国际规范的意愿; 内生功能
因素为行为体数目、互补性和国内政治，内生规范因素则是同质性的
认知和内生共识。金砖国家对保持报偿结构的判断和对未来影响的
认知是将上述影响变量联系起来的两组机制。金砖国家的合作起源
于其政治经济崛起的背景和国际制度的非中性，金砖国家间政治和

经济相互依存逐渐增长，国际地位和利益追求的共识超越了国家间

同质性差异，进而产生联盟组织的信任，推动金砖国家组织的制度化

和机制化发展。
关键词 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合作 金砖国家 功能主义

规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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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01年，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奥尼尔( Jim O'Neill) 首次提出了“金砖四国”
( BＲIC) 的概念，旨在为未来投资者在全球寻找具有投资机会的国家或地区。
“金砖四国”分别取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个新兴市场国家的英文首字
母。经过几年时间，国际社会已经普遍使用“金砖国家”概念来界定新兴市场国
家这一特殊国家群体。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带来系统性危害，客观
上推动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形成和完善。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新兴国家
同样遭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加之既有国际制度的非中性，新兴经济体国家的
存量损失依旧。系统性危机的爆发客观上使新兴国家进一步认识到实现群体内
合作，维护自身利益，共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意义。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
于 2009年首次召开，标志着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正式成形，金砖国家机制从此
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之一。① 近年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
体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金砖五国”也逐渐将这一名
称作为一种身份认同，从一种外在的身份标签转化为一种内生的共识。
金砖国家机制体现出一种国际合作的新形式，一方面，它区别于传统意义

上的国际合作模式，表现出了一些独特的制度形式，尤其是金砖国家间存在一

定的异质性和竞争性，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同质合作模式，而相关对于金砖合

作的质疑也是基于此;另一方面，它汇集了多维度的合作动因，也由此引发了

我们对合作起源基础理论的深入反思。
金砖国家的合作具有哪些新特征? 为何金砖国家能够超越彼此差异，形

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合作治理机制? 金砖国家合作的起源具有何种理论上的新

知识和启示? 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试图回答的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理论问

题。本文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叙述逻辑，回顾传统理论中的合作起源问题，挖
掘影响合作的诸多变量及其相应作用机制，进而剖析金砖国家合作的特殊表

现，总结金砖国家合作对一般意义上合作研究的启发。

二、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理论脉络、变量类型和解释机制

在很多学科中，对合作起源、信任心理动因的追溯都是经典理论不可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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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生物学 /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国际关系中都曾经分析
过合作的起源问题。

(一) 合作起源的理论

首先，生物学中的合作研究。人际合作行为奠定了人类在自然界高级动
物的地位。在生物学中，解释合作起源的理论包括利他主义( 出于亲属关系、
基于种族同一性、出于互惠交换关系) 、互利共生为代表的利己主义。利他主
义认为在交往和进化的过程中，同一性、同情心、成功的文化、规则和制度可以
塑造合作，而利己主义则反对这种合作起源于同情心、群体文化的逻辑。从互
利共生的利己主义来看，合作是一种有利的“利己策略”，利己主义接近“人人
为我、我为人人”的理念。因此，在利己主义者看来，合作博弈选择是受利己的
自我利益驱使的。然而，即使达尔文在进化论中也强调利他合作的重要性，
“在人和低等动物之间的种种差别之中，最为重要而且其程度又远远超出其他
重要差别之上的一个差别是道德感或良心”。① 生物学家道金斯 ( Ｒichard
Dawkins) 在《自私的基因》中尝试在两种理论路径之间搭起桥梁，将无私利他、
谋求合作归因为利己，“在一个成功的基因中可以期待的显著特征是无情的自
私。这种基因的自私将经常使得个体自私行为的增加……让我们试着传授慷
慨和利他主义，因为我们生来自私”。② 此外，生物学也借用了重复博弈、交往
理论等其他学科的经典理论，认为利他合作的发起者往往具有一种“高支付”
的优势，使其能够更成功地进化。③ 但是，一些合作的制约因素( 比如恐惧等)
也具有进化的意义，因此，虽然有利他合作的可能，但如何消除消极情感等不

确定性因素也是一项重要的合作起源的议题。④

其次，在经济学的合作研究中清楚可见“理”和“情”两个流派的分野。在
经济学里，单一理性以其理论简洁性具有解释优势，在解释话语体系中长期占

据决定性地位。理性选择模型也一直是经济学解释合作动因的核心理论。行
为体做出合作的理性选择是基于彼此之间存在的“互补性”。在根源上说，事
物的可互补性导致群体合作行为的产生。如果可替代的选择不存在，行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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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于选择具有互补性的合作伙伴，在这个意义上人类行为都可以溯源到效

用最大化的原始动机。① 情感派批评了经济学里纯粹效用成本导向型的理论
分析，开始反思并着手拓展理性的内涵与外延。“人类的理性从来就不是冷酷
的、不带情感的理性……人们的心理距离越小，合作发生的概率就越大。”②正
如道金斯认为利他也可以利己，不一定有互补获益才有合作。通过思索自利
的“经济人”如何走上合作之路，又是如何乐意或者被动地促进公共利益的提
高，人们开始反思当初对亚当·斯密的理解是否存在偏颇之处。仅仅看到理
性，而忽略和否认情感的理论解释作用，可能会导致经济分析偏离事实。实际
上，斯密在之前的著作中也强调合作的动力包括同情心，而非单纯的利己

思维。③

再次，心理学和社会学中的合作研究。在将宏观与微观层面相结合的社
会学和心理学研究中，合作是行为体间互动及群体形成的重要形式和环节。
经济学中理性主义过于对理性、自私和利益的强调，在此路径中得到一定的平
衡，即重视情感因素对于合作的重要性。这种情感包括信任、身份的共同界定
和认知及心理意义上群体的归属感等。④ 具体言之，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路径将
合作的心理基础看作合作起源和形成的先决条件。当然，密歇根大学政治学
教授阿克塞尔罗德( Ｒobert Axelrod) 认为，合作并不一定必然建立在信任的基
础上，而是对于关系的持续稳定的预期。⑤ 但信任的形成依然是合作的重要条
件，特别是能够决定合作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只是暂时性、战略性等短期性的
合作可以建立在信任缺失的基础之上。⑥ 在决定合作的微观信任起源的诸多
变量中，同质性、交往密度及共同应对外在压力等具有重要作用。比如，相关
行为体间同质性的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产生信任;行为体间交往互动密度越

大，则越有可能增加行为体间对于相互战略意图的透明度，增加利益的相互依

赖度，减少交易成本;而对于共同的外在任务和压力的一致性认识，是产生行

为体间相互信任的重要外生条件。
最后，国际关系中对国际合作的研究。国际合作一般可以分为双边合作

和多边合作，从领域来看可以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或文化合作。就合作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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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解释而言，多边合作一般与国际制度研究紧密相关。国际合作的理论
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基于无政府状态的体系压力，强

调报偿结构、未来影响及行为体数目对于合作的重要影响，这被称为非集中合
作理论。① 此后，针对这种过于强调无政府体系特征的合作理论，自冷战结束
以来，国际合作研究重新正视制度的作用，试图“将制度找回来”，讨论国际制
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如从国际法视角的切入，国际制度的理性设计，对于授

权、遵约和代理等制度执行环节的讨论等。② 既有的国际合作理论，主流路径
为理性主义对于合作效应的博弈论分析，重点解析合作的效应与成本，以及背

叛成本的克服问题，而对于制度本体重要性的强调，则凸显了合作的制度形式

的重要意义。
此外，尽管利他合作一直存在，但既有研究的合作类型大多是对抗性的合

作，而以金砖合作为代表的国际合作研究呈现了功能性和发展性的合作新特

性，这是全球化时代国际治理的组织形式的一种反映。当全球化带来的复合
相互依存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替代“零和思维”，超越“零和博弈”基础上的发展
型联盟合作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形态。它体现为全球合力解决问题，例如，提
供全球公共产品，进行全球经济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恐怖主义治理等。③

发展型合作维持稳定的条件与传统对抗型合作不同。在传统理论中，一般讨
论基于规避冲突和风险的合作，形成军事或政治联盟，而忽视了基于获益改善

的合作。因此，仅仅盘算一次性的报偿结构，缺乏对合作持续性的考量。后者
包括了基于开发合作和应急性合作，从而形成联盟、团体、伙伴关系等，将合作
的持续性纳入考虑范围。一旦具有秩序稳定作用的制度达成并被合作方认
可，且获益稳定，发展型合作是可以自我实施的( Self-enforcement) 。但应急性、
战略性的联盟则可能在合作任务结束后崩溃，合作持续的基础不复存在，例

如，“20 国集团”需要思考在危机过后如何维持活力的问题。④ 总之，发展型合
作关注了合作的可持续性和重复性，在“未来影响”的视角下看待合作，丰富了
合作起源研究的理论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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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砖国家合作起源解释变量的类型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合作起源的解释最初遵循的是理性主义的逻辑，

即利己、理性和自私的微观动因均将合作看作个体自我利益的实现途径，而社
会学和心理学的路径更为强调“非理性的”、从属规范路径的情感和信任对于
合作形成的重要性。国际合作的“非集中合作”理论和制度理论，强调诸多合
作起源和形成的外部变量和作用机制的影响。而身份、沟通理性的社会学路
径，认为行为体间关于合作的共识和信任的形成，是国际合作起源的心理基

础。① 总之，合作起源的各种变量相互交织，在不同的情境和条件下，对合作起
源产生影响的途径和机制也存在差异。

第一种分类标准围绕着功能主义与规范主义的分野展开。② 基于功能与
规范的角度做出分类，即功能主义的分析变量是基于历史的实践过程，通过系

列的国际关系实践( 沟通、协商、博弈及战略互动、经济往来等) ，从而在逐步的
合作中达到确定双方战略意图、利益一致性及合作可重复等信念。

与功能主义相对应的就是规范的分析维度，聚焦于行为体及其合作的内

在信任、共识及观念的沉淀，规范主义视角下的分析变量具有更多的可持续性
和稳定性，着重对应的是合作的可持续性及其预期。功能主义的分析变量并
不排斥如下预期，亦即在多次的正向合作实践后，可能进一步对合作本身产生

积极反馈，从而有助于形成一种内在规范，使合作可以自我实施。③ 基于进化
心理学，在非血缘( 同质性甚弱) 的个体和群体行为中，利他和互惠也可以产

生，合作依然可以达成。④ 这种内在的合作规范是对于合作本身价值及其合作
机制、方式和途径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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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分类标准讨论的是依据影响合作形成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①

在这两种因素分类看来，合作的动力既是行为体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互动

的结果，同时也是行为体间共识的主动塑造和安排的结果。传统上我们将外
生变量看作独立于国际合作本身、不受合作影响的变量，因此倾向于从功能主
义解析其对于合作的促进影响;而将内生变量看作合作自身所内在的因素或

变量，在此意义上内生因素是合作规范和价值所在。

在外生解释框架下，主要变量为国际制度及国际环境或体系压力等。制
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减少交易成本、维系更长远的未来影响、增大报偿结构的
一种有效方式。而国际权力环境及结构，对于国际合作的形成，具有特定的外
在压力作用。上述几类外生变量，对于国际合作起到的是功能主义的促进作
用，某种意义上功能主义的外生理论解释模式也符合由点及面的逐步互惠的

合作方式。规范主义的外生变量强调的是国际环境和国际制度被塑造成为国
际公认的行为规范，表现为是否有重复合作的报偿文化、是否建构出公正的国
际规范。

内生解释强调合作本身对于行为体的吸引力，换言之，这是行为体的内在

诉求与共识主导下对国际合作的预期，主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合作模式。一
般来说，行为体数目越多，就会导致合作形成和维系更为困难，因为增加了交

易成本和辨析利益的难度，同时也使得背叛可能性增大，而遭受制裁的机会减

少。② 此外，合作的先决条件是行为体之间的政治共识和信任。信任常常取决
于同质性，而政治共识则缘起于对行为体之间地位、身份和利益的一致性认
识。③ 正如金砖国家要求加强发展中国家在既有的全球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制
度中的参与及话语权的建构，也对全球金融危机都有合作应对、维护一致利
益、谋求共存等需求。

基于外生和内生及功能和规范的两类维度划分，我们得出了以下的合作

分析变量的类型谱( 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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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内生和外生变量的区分最早来源于经济学，其标准为是否独立于解释变量。在此，我们主要从金砖
国家系统内外的区分，对变量的内生和外生属性进行分类，即金砖系统之外的大体系中的变量是外生变量，

而金砖系统内部的变量为内生变量。当然，系统的区分也是相对的。
〔美〕肯尼思·奥耶:《解释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 假说与战略》，〔美〕肯尼思·奥耶编: 《无政府状

态下的国际合作》，第 16—18 页。
尹继武:《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 Brian C． Ｒathbun，Trust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表 1 基于金砖国家合作研究的变量类型

功能 规范

外生
系统外部环境、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国际制
度环境

重复合作的报偿文化、完善公正国际规范
的意愿

内生 行为体数目、互补性、国内政治
同质性的认知、内生共识( 地位、身份和利
益)

依据正统的合作理论理解，外生-功能变量和内生-规范变量是最为重要
的。但是，另外一些不常见的变量类型，比如外生-规范和内生-功能分析变量
同样也值得注意。外生-规范大多指体系层面的合作规范文化，而内生-功能大
多指行为体或行为体之间的合作策略等。①

(三) 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作用机制

在诸多学科的合作起源解释中，核心的主线是理性( 自私和利益) 和非理

性或有限理性( 情感、信任和规范) 之间的分野。
将所有影响变量联系起来的是两组作用机制。② 具体而言，报偿结构强调

的是利益相关性，即行为体能够从合作中获得利益回报，一般可分为经济利

益、安全利益或政治利益的回报，取决于合作的性质和领域。未来影响对于自
私行为体进行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单次合作会大大增加背叛的风险;而多

次合作的预期，则增加了合作的可能。综上，两种主要的作用机制包括: 对保
持报偿结构③的判断;对未来影响的认知( 表 2) 。前者强调外部与内部客观存
在是合作的起源;后者则坚持既有的认知结构对合作具有塑造作用。

表 2 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作用机制类型

功能 规范

外生 体系报偿结构( 利益的一致性) 外生未来影响( 重复合作的存在)

内生 单元报偿结构( 利益的一致性) 内生未来影响( 认同和共识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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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相关研究综述见 Kate O'Neill，Jorg Balsiger and Stacy D． VanDeveer，“Actors，Norms，and Impact:
Ｒecen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ory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Annual Ｒeview of Politi-
cal Science，Vol． 7，2004，pp． 149-175。

〔美〕肯尼思·奥耶:《解释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 假说与战略》，第 5—16 页。本文的作用机制解
释，主要借鉴国际合作研究的非集中合作理论即无政府状态体系之下的国际合作对于报偿结构的认知和未
来影响的预期。
这里主要指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在全球体系中的报偿结构。



第一，对保持报偿结构的客观判断。报偿结构是指行为体预期未来合作
中所获得的奖励是与当下的行为紧密联系起来的，奖励合作的报偿结构能够

促进行为体之间的合作。行为体的行动大致可以分为合作与非合作两类。①

合作更多关注集体行为过程; 非合作博弈则关注个体行为特征。非合作博弈
强调个体理性;合作则重视集体共同利益的实现( 集体理性) 。两种理性都符
合报偿结构的逻辑推理。然而现实情境中，两者相互混杂无法割裂。在多次
博弈和完全竞争的状态下，两者逐渐融合。集体理性也并非一定与个体理性
相违背。博弈者的目的都是为了个人获益，而博弈过程则是寻找最佳的个体
获益方式。如果合作博弈比单枪匹马的博弈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合作则成
为符合个体理性的更优选择，集体理性( 包括利他思维、合作文化等) 与个体理
性并不矛盾。外生-功能和内生-功能变量都从属于对保持报偿结构的判断
机制。
第二，对合作未来影响的基本认知。这主要是针对单次博弈或合作所带

来的背叛或消极影响即合作是否可以重复或持续。在无政府状态下，由于行
为体的利己、自私的特性，合作如果没有未来可重复性，很容易导致背叛或难
以形成。衡量未来影响的几个指标包括:合作的长期性与阶段性;重大利益的
规则性;关于其他行为体行动信息的可靠性;依据其他行为体行动的变化而做

出的迅速反馈。② 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或指标是合作的时间范围和重大利益
的规则性。基于上述要素分析，一般来说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可能性要
远远高于国际安全领域。与报偿结构类似，未来影响对于合作的促进，行为体
的预期也非常重要。而要加强这种预期，国际制度的建立及其机制化、规范化
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它有利于将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行为体在学习和社会化

的过程中将规范内化，在个体层面上重塑认同与共识，也会影响到它对合作未

来影响的认知。外生—规范和内生—规范变量都从属于未来影响机制。
最终，实现从“报偿结构机制”驱动合作向“未来影响机制”驱动合作的转

型，从而使合作常态化。合作不再是每次博弈中斤斤计较报偿结构的算计，而
是形成可预期的、让渡的、主动的、习惯性的多次重复合作博弈，即“未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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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们在本文中研究合作的起源问题，从理论预设上来说是追溯团体理性的来源。借鉴博弈论中对
合作博弈的研究，进一步理清和丰富合作起源研究的理论框架。一般意义上，博弈包括合作博弈的动因是
单一经济理性，然而，现实世界中的合作理性往往拥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如合作博弈强调团体理性。

〔美〕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罗伯特·基欧汉:《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达成: 战略与制度》，〔美〕肯
尼思·奥耶编:《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第 238 页。



机制”发挥主要的潜在驱动作用。如此，就将合作的起源从功能性的报偿判断
过渡到常态规范式的合作上来，也就此搭建了合作长期稳定的基础。没有任
何一种合作是静态的，合作型博弈中的行为体也处在不断的博弈与让步之中，

从前一种机制到后一种机制的过渡，是增加合作稳定性的重要途径，也并非一

劳永逸的应对策略。本文分析各种影响合作的因素与机制，试图在理论上为
国际合作行为提供参考性建议。
外生-功能象限里的变量揭示了决定报偿结构的首要因素是体系性的，即

客观环境塑造利益结构，如果行为体之间的客观利益冲突越大，那么合作越不

容易形成，即使合作形成，也容易产生背叛的行为，导致合作破裂。在此情境
中，行为体的辨别能力就特别重要，一方面是辨别出相应的合作报偿结构，认

识到利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则是辨别出可能存在的背叛的能力和意图等。①

对国际合作来说，相关的报偿结构还与议题领域有关，如经济上的互补结构，

能够让行为体产生合作带来相应的利益的预期，这种利益的一致性还表现在

政治利益或安全利益等方面，因为很多合作更具政治或安全意义。
外生-规范象限里的变量强调的是集体判断对合作的塑造作用。引入外

生-规范的分析视角，是因为报偿结构和功能性诉求并非合作的唯一动力。正
如杰维斯( Ｒobert Jervis) 所主张的，尽管“系统结构具有重要性，其中包括利益
模式、结盟的可能性以及能力的配置……并不意味着此前讨论过的较少的主
观性的因素没有作用”，因为“信念通常还是需要加以考虑的”。② 信念影响到
行为体对未来影响的预期，从而决定合作能否达成。信念可以是内生的，也可
以是在行为体彼此互动过程中逐渐塑造而外生的，后者实际上就是合作规范

与文化了。③ 外生-规范的变量虽然是行为体的合作信念或文化，但是一种集
体信念或文化，即稳定的重复合作的回报预期，实则是报偿文化，也包括对于

外生于行为体的体系规范的信念。
内生-功能象限里的变量强调单元报偿结构的即成影响。行为体通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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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共同的外在压力及其认知和共同的任务 /使命及其认知，是合作形成的重要结构原因。参见尹继
武:《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第 127—130 页;〔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07 年版。

〔美〕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 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李少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31 页。

这里强调积极的合作博弈所产生的正反馈，即进一步强化了合作文化与规范，从而对未来的长期合
作与收益产生持续的预期。这与“一报还一报”策略和“逐步回报”策略的逻辑是一致的。参见〔美〕罗伯
特·阿克塞尔罗德: 《合作的进化》; Charele Osgood，Alternative to War or Surrender，Urbana，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2。



体数目、互补性和国内政治等客观因素判断其合作收益; 而在做出判断之后，
行为体主动设计并试图改善报偿结构的意愿，从而将作用力外溢到外生-功能
这个层面上。① 在这个意义上，金砖国家合作具有主动设计的特征。一方面，
金砖是四个 /五个国家在西方提出概念基础上的主动合作设计; 另一方面，中
国在金砖合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来看，中国主动创设、推动和设计的
国际合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亚信峰会和金砖国家合作组织等。
内生-规范象限里的变量强调的是行为体认知对合作的影响。行为体基于

信念做出未来预期，基于共识而合作。在确立政治共识、形成政治信任的情况
下，行为体对于合作是一种主动的理性缔造，因此，这种预期是与前述的外生

解释相反的，强调在形成地位、身份、利益共识的情况下，由相关国家主动塑造
合作，选择合作的制度形式。在此情境下，国际制度也更偏向于一种理性设
计。同质性是更为基础的内生变量，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行为体间对于
合作的信任和共识的形成。内生解释剖析合作起源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学习和
功能外溢路径，着眼于行为体间关于合作的信任和共识的形成，然后再推进合

作的具体实践进程。

三、案例分析: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理论解释

以合作的起源和发展来看，金砖合作的起源超越了地域和同质性弱的制

约，同时，制度形式的选择也较为独特，为我们重新审视合作起源提供了理论

上创新的可能。

(一) 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解释机制 I

第一种解释机制是基于内生和外生的功能因素组合，讨论理性功能主义

视角下的体系和单元功能因素对于合作报偿结构的影响。具体来说，体系层
面的既有压力和国家层面的动力，增大了金砖国家对于( 即使是单次合作中)

利益一致性和合作回报的预期，因此，金砖合作的形成具备了合作博弈的团体

利益一致性。
1． 外生功能因素及其体系报偿结构机制。基于功能主义的理论预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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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行为体的能动策略对合作及其结构的影响，相关文献可参阅 Kate O'Neill，et al．，“Actors，Norms，
and Impact: Ｒecen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ory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周方银:《国
际结构与策略互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年第 10 期，第 6—17 页。



作的起源在于应对共同的外部压力和内部问题。系统环境所产生的外部压
力，会对行为体间合作的愿望和需求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这主要是指在全
球化时代，国家间特别是相同类型的国家间所面对的政治经济问题较为相似，

如果相关国家间的交往密度程度又较高的话，则对相应外在环境压力的敏感

性和脆弱性直接相关，甚至是相似的。① 因此，基于外部环境的重大震动，相关
国家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的一致，推动了相应国家间的合作的形成。金砖各国
共同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外部风险，所处国际权力格局的力量结构分布情况相

似。归根结底，外生性因素( 外部压力) 中的核心点在于金砖各国对全球经济
治理秩序( 所处国际制度环境) 中制度非中性现象的感受相同，使各国有共同

的诉求与合作愿望谋求通过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发声，从而改变权责不对称现

象、维护各成员国利益、规避全球经济风险。
第一，系统外部环境，包括全球化外部风险。全球经济治理需要解决的问

题是全球系统性风险。当全球经济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时，一个国家或地
区的经济出现问题，就可能通过全球性的网络迅速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
从宏观上来看，由于经济全球化高度深化，各国经济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不同环

节上，国际经济周期的联动性很强。② 此外，金融体系高度全球化，诸如美国的
金融风险，可以迅速扩展为全球性的金融风暴，金融监管的重要性空间因此提

高。③ 治理这些全球性的( 经济) 问题也绝非一国之力可以承担，这需要各国政
府、各类国际经济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机构、跨国公司甚至个人等各种类型的
国际行为体共同合作，进行全球( 经济) 治理，④其中各国政府是最重要的全球

公共物品提供者。
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新兴市场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⑤ 具体来说，

这些冲击包括金融冲击，如资本市场剧烈震荡、市值严重缩水; 吸引外资下降
和外资流出增加;货币贬值和外汇储备缩水。而新兴国家的需求也受到冲击，
比如大宗商品和加工产品需求与价格下降，使这些国家出口遭到影响。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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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脆弱性和敏感性两个概念可以用来很好地衡量不同行为体对合作利益、制度形式选择、信任及偏好
程度的不同。相关概念的详细分析，参阅〔美〕罗伯特·基欧汉、〔美〕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
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A． Fatàs，and I． Mihov，Policy Volatility，Institutions and Growth，Mimeo，INSEAD，2006．
Agnes Benossy-Quere，et al．，Economic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蔡拓:《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1 期，第 95 页。
关于金融危机对于新兴经济体的冲击及相应的反危机政策，参见林跃勤: 《全球金融危机对金砖国

家的影响》，《红旗文稿》2009 年第 12 期，第 30—33 页。



金融危机还对新兴国家的信心造成冲击，失业增加，收入预期不稳定，居民的

投资和消费信心降低。当然，新兴国家在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上虽有很多相
似之处，但在受到冲击的领域和程度存在差别，这是因初始条件、经济规模、经
济弹性、经济结构、对外依赖度、政府资源动员能力等存在差别所致。新兴国
家针对金融危机都出台了相应的反危机政策，比如财政、货币、产业和社会等
领域的政策。同时，新兴国家也认识到，扩大国际合作尤其是新兴国家间的合
作有助于提高新兴经济体反危机的政策效果。在这个意义上，金砖国家合作
机制归属于跨国合作、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范畴，应对的是系统层面上客观存
在的外部风险。
第二，体系权力结构。从一般意义上讲，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安排应该与

各主要国际行为体的力量分布保持一致，体系的权力结构才会保持平衡。现
有全球治理体系严重滞后于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代表性与有效性都存在问

题，①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呼吁对全球治理的制度进行改革，使之更具合

法性。
虽然以美日欧为中心的发达经济体依然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但新兴

经济体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日攀升，与发达经济体国家一道支撑着

世界经济的增长。国内生产总值、贸易、投资等各项指标都显示，世界经济重
心向新兴经济体国家倾斜。这一现象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更为明显。根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30 年前新兴经济体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
28%，而截至 2014 年，新兴经济体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 50%，在全球贸
易中的份额从 30 年前的 21%增长到 50%，投资从全球投资占比 26%增长到
今天的 65%。② 可见，新兴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实现了重大飞越。相比之下，
发达经济体国家的经济步入相对衰退期。新兴市场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球的
50%，贸易量占 40%，外汇储备占 70%。即使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但
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为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维持高位。依据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 2014 年 4 月的数据，发达国家将维持 2． 5%左右的增长率，而新
兴国家将依然维持 5． 5%的增长率，其中亚洲的增长率依然是在 7%左右。③

经济实力提高了，新兴国家为治理全球性经济危机贡献了大量的公共产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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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平息做出重要贡献，但迄今为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份额

改革滞步不前，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呈现出权责不一致的现象，无法确保形成合

理的报偿结构。
第三，国际制度环境。好的制度环境可以促成合作、维护利益，但不透明、

不对称、不公平的制度环境却会损害行为主体的切实利益。全球经济治理秩
序( 制度安排) ①中的不对称问题，可以归结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安排中存在

着“制度非中性”现象。制度非中性是指“同一制度对不同人意味不同的事情。
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的人或人群所获得的往往是各异的东西，而那些已经从既

定制度中或可能从未来某种制度安排中获益的个人或集团，无疑会竭力去维

护或争取之”。② 制度的创设者往往可以使制度服务于其个人利益。现有的世
界经济治理体系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秩序基础之

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是支撑战后经济秩序的三大
支柱。西方国家在这一治理体系创设之初，就享有议程设置的权限，决定了它
们长期以来拥有的话语权优势。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
于历史性原因没有参与议程设置，在源头上决定了它们无法享有对等的话语

权，从而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新兴经济体国家开始呼
吁，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主要贡献，为治理全球性经济

风险提供的公共产品也不断增多，就应当相应地拥有对称的权力、相匹配的话
语权和合理的报偿结构。只有对现有的经济治理体系进行有效改革，才能推
动治理制度安排摆脱极端的非中性特性，并朝着合理、公正和有效的方向不断
发展。③

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实力增长了，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的公共产品增

加了。然而，在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之下，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
国家拥有的制度性权力与其经济实力和现实贡献具有严重的非对称性。例
如，金砖国家的人口总数占全球 43%，总体外汇储备占到全球 40%，金砖国家
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的 21%，而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组织平台中拥有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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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权却极其不对称，投票份额与经济实力等因素严重不匹配。① 以世界银行为
例，五个金砖国家的投票份额总数只有 11． 03%，而美国一个国家的投票份额
却达到 16． 76%之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五个金砖国家表决份额的总和
为 11． 51%，而美国一个国家的份额就达到 17． 69%，高出五个金砖国家表决份
额总和 6 个百分点。② 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权责
不对称现象更加凸显，国际制度的代表性与有效性都受到质疑，③这在一定程

度上也影响到了治理效果的实现。合法性低影响到治理的有效性④的案例有
很多，例如，伴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身合法性的衰退，其行动能力也日益

萎缩。⑤

借助世界贸易组织平台的全球自由贸易谈判难以推进; 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由欧洲等发达国家主导，投票权分配存在权责不一致现象;世界银行由美国

把持，发展中国家缺乏话语权。当以往的治理平台无法有效地完成全球经济
治理的任务，一些新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就呼之欲出了。⑥

基于上述外生功能的三项因素分析，我们认为金砖国家合作起源具有体

系层次的利益一致性，因此，可以得出命题一:随着自身实力的整体性崛起，在

面对共同的全球经济风险和环境影响，以及在主流的国际制度非中性压力下，

金砖国家具有更多的体系层次的利益一致性，增大了对于合作博弈的报偿

判断。
2． 内生功能因素及其单元报偿结构机制
由于对环境压力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存在差异，不同国家对合作愿望、动力

及目标设想，甚至是利益诉求都存在较大差别。这也可以解释在合作开展过
程中，不同行为体的利益诉求、现实关注及合作理念等差异较大。
第一，行为体数目。行为体数目对集体行动产生重要影响，成员数目越

多，单元报偿结构越模糊，集体行动就会越困难。⑦ 在国际合作的起源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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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行为体数目对合作与非合作影响重大。有效的回报取决于三个条件:
行为体能够确定背叛者是谁，能够将报复集中于背叛者，具有长期的充分动机

来惩罚背叛者。但是，行为体数目较多时，这些条件都受到限制，因此会影响
合作的形成。其一，无法确定真正的合作背叛者; 其二，行为体不能将惩罚集
中于背叛者身上;其三，一些成员缺乏动机惩罚背叛者。如果合作的动力、压
力及目标不是那么急切( 即内生不是那么强烈) ，行为体数目过多，则不易形成

合作。① 即使合作形成后，如果要推动合作的深入，也不能依赖直接扩大成员
数目的方法，而应建设成熟的制度，确保合作的制度化，为集体行动提供标准，

减少交易成本，增加透明度等。同时，也可以通过将外部的成本和收益与成员
的私人利益相挂钩，促进行为体对集体利益的认同。②

在金砖国家案例中讨论行为体数目即要思考金砖国家规模的问题。“金
砖四国”合作的形成，反映了相似国际地位的四个国家能够避免较多成员的集
体行动困境，也使得合作的意图、成本和背叛等能较好加以识别。围绕是否继
续扩容，金砖内部和外部③都存在着争议。金砖概念的提出者奥尼尔在接受采
访时认为，金砖国家组织不该扩容。他强调在整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群体中，
唯独看好金砖国家和薄荷四国( mint，包括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土
耳其) 的发展潜力。更多的参与者意味着无法避免集体行动难题。在很多情
况下，各成员国的治理努力可能会受困于无休止的讨论、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推
诿，从而难以达到预期的治理效率。现有金砖组织平台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
要组成部分，实现其治理效度不一定通过扩容来实现。不排斥金砖国家与其
他国家、地区、治理组织平台的开放性合作，在凝聚成员国优势的基础之上，将
合作推广到东亚、南亚、非洲、拉美等其他区域层面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
上来。④

此外，恰当的行为体数目也是与合作机制的代表性联系在一起的。不少
人质疑南非的准入资格是否会影响金砖的代表性和行动效率。奥尼尔也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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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南非的经济总量、综合实力较之其他成员国来说还是非常小的，被列入金
砖国家之列难免引发争议。①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金砖四国抱团取暖，对外
界的吸引力与日俱增，南非期待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作为非洲南部最重
要的经济体，南非的加入也给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带来了诸多机遇。金砖国家
因此也增强了在区域和全球两个层面上的影响力，通过金砖支点将全球主要

区域亚洲、拉美、欧洲、非洲都联系在一起，有助于推动南南合作、南北合作的
进程，也体现了金砖合作机制是开放、共赢、包容的。
第二，成员国之间的功能性互补。互补性指内生的利益一致性，可能带来

一致性的潜在报偿预期。在政治或安全领域，互补性可以从其他的一些指标
反应出来。比如在安全合作中，行为体实力大小的差异，也能形成安全与自主
性的交易或互补，即非对称联盟的形成，就是小国牺牲自主，从而换取大国的

安全保护。② 又或是重视组织平台的综合战略效能，例如借助组织平台，谋求
与其他成员国形成跨领域的互补。换言之，各成员国对组织互补性的期待也
有差异，有的成员期待组织的经济效能，有的则更期待战略效能，有的还期待

提升国际地位。③ 金砖国家成立初期专注于“务虚合作”，受应对金融危机、政
治和地位领域的互补合作需求的驱动较大( 经济治理话语和规则权等) ，而到

2013 年之后，随着金砖国家政治与经济合作的并重，金砖银行等实体领域合作
的启动，各国在经济领域的互补需求开始影响合作的进一步拓展。
互补性对于合作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受到外生震动的调节。比如，在外部

环境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下，可能对相关国家都造成类似影响。因此，为了共
同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保证行为体的利益不受损害，合作成为一种必需的选

择。2007 年开始的西方金融危机就是这样一种外生震动，它促发了新兴国家
联合，建立更好的全球治理机制，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同

时进一步寻求内部的经济合作的互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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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金砖合作机制的内部稳定，从根本上对“金砖褪色论”①进行驳
斥，寻找互补性的潜在合作领域? 所谓的“金砖褪色论”认为，由于金砖国家内
部诸如经济结构互补性并不强，加之价值观具有差异，所处发展阶段和在全球

价值链上的重叠都造成金砖合作向心力不强的局面，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既不

可能走到欧盟一样的阶段，成为高度协调的政治经济联盟，也不大可能像一些

区域内的经济联盟一样具有相同的议程，很难就某一国际议题达成一致，从而

为了某一目标共同努力。金砖国家间在贸易领域也存在着一定的竞争，例如，
巴印、印中、巴南、印南之间的贸易结构、产业结构及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都
存在着重合现象，难以避免彼此之间发生贸易竞争。
今后，稳固金砖国家合作的重要途径也包括发掘和培育互补性，在各潜在

合作领域内谋求金砖合作的常态化。上文所述在贸易等领域内存在互补性不
足的问题，但在金融、贸易和技术创新等许多行业内，各金砖成员国之间存在
着合作潜力，具有一定的互补性。特别是在欧美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负外部
效应”带来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和中短期内下行的形势下，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有必要联合起来寻找互补的合作领域，突出群体优势。全球经济不景气，各
国对此积极反思、探索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投资( 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
与贸易、金融一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设立金砖银行的
初衷，正是为成员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世行
的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每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需求量在一万亿美

元左右。一方面，原有世界性金融机构的贷款附加了诸多条件，为融资设置了
门槛;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投资关注点与发展中国家有区别。前者更注重能
源、服务业和制造业方面的投资; 而后者对一些更为基础性的，例如公路、桥
梁、港口、基础制造设备等的投资需求较高。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
资一直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金砖银行将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向更为宽阔的
领域进行了拓展，不仅仅将合作局限在具有功能性互补的产业领域内。金砖
银行的设立，将为推动基础设施投资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新引擎，注入不可缺少

的力量。此外，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各成员国可以谋求更多的政策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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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种悲观的论调还从近期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的历史现象中找到了它们所谓的论据，认
为金砖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已经过去，中低速增长将成为长期现象，例如，巴西雷亚尔、俄罗斯
卢布及印度卢比的跌幅很大。相关对金砖合作质疑的声音，参阅〔美〕约瑟夫·奈: 《没有黏结在一起的金
砖》，《联合早报》2013 年 4 月 10 日; 江时学: 《如何使“金砖”更具成色》，《世界知识》2014 年第 15 期，第
34—36 页。



寻找共同语言和实现共同利益，获取安全和自主性上的互补，将有助于实现合

作机制的稳定性。
基于上述两项内生功能要素的分析，我们认为金砖国家自身内部的国家

和体系层面上，金砖国家的数量特性和超越互补特性的可能，增大了金砖国家

间的单元报偿结构预期。因此，我们得出命题二:由于金砖国家的成员数量较
少，在对于体系层次利益一致性及其回报的更高预期之下，随着金砖国家间内

部潜在互补性合作领域的拓展，金砖国家合作的单元报偿结构的判断也随之

增大。

(二) 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解释机制 II

第二种解释机制是基于内生和外生规范的因素组合，即讨论体系层次的

国际规范和合作文化，以及金砖国家内生的对于国家同质性及共识信念的形

成，影响或增大了金砖国家对于合作未来可重复性的预期，避免了单次博弈所

造成的非合作博弈的可能选择。外生规范和内生规范通过对内外部知识的储
存、处理、加工、再解释，重塑行为体对未来的认识，从而影响行为体是否选择
采取合作行为。

1． 外生规范因素及其未来影响机制。第一，报偿文化的预期与演进。首
先，金砖国家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属于“后来者”，它们均有在体系层次上追求
一种符合自身规范和文化的愿望。这部分受到单个行为体力量不足的局限，
同时，也受到既有体系对新兴国家接纳程度的影响。如果新兴行为体能够顺
利地实现社会流动，从而消除既有体系对新兴行为体的制约，那么，很可能实

现既有的主导体系与新兴行为体的同一性认同。① 如果受现实利益考虑，以及
地位安排等因素制约，既有体系并没有为后来者提供合适的位置和平台，那

么，这种共同的体系文化压力，会促使新兴行为体联合起来，试图塑造自身的

群体身份和力量，在主导的体系文化中加入自身的规范要求。从国际制度环
境及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权力中的比重来看，自金融危机以来，这种环境与权

力的不对等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进一步拉大。即便是随着“二十国集
团”机制的发展和完善，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
语权和代表性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因此，从体系环境和全球治理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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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此，社会认同理论其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参见王沛、刘峰: 《社会认同理论视野下的社会认同威
胁》，《心理科学进展》2007 年第 5 期，第 822—827 页;〔澳〕豪格、〔英〕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的视角看，金砖国家的形成及其合作的持续具有体系层面的相对较为稳定的

报偿预期。
其次，金砖合作机制的选择及其演进，体现了报偿文化预期对于合作的影

响。第一个方面，国家为了促进国际合作的形成，会考虑缔造制度化程度较高
的合作制度，其理论假定是相关行为体对于各自政治和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

较大。所以，理性国家需要设计制度化程度更高的机制，保证信息的充分性、
公正性，以及利益分配、合作过程的透明性等。如果相关国家间关于合作的政
治共识较为明确、不确定性较小，或是更为寻求灵活而非将合作“嵌入”对报偿
结构的盘算，那么，国家间合作的制度化形式就不会倾向于高制度化。① 最后
的影响因素还包括客观上构建高制度化的合作机制的现实困难程度，是否具

备相应的高制度化机制设计的能力、条件等。在环境因素的不确定性较大、成
员国的政策灵活性诉求高、国家不想承担履约成本的情况下，约束性低的软机
制为国家行为体所青睐。② 基于先前的渐进成功互动实践，各国对于相互意
图、共同愿望等不确定性较小，而缔结高制度化的机制困难较大，所以，形成非
机制化的合作形式也是理性选择。
国家间合作可以采取硬机制 ( 机制化) 或者软机制 ( 非机制化) 两种方

式，③软机制的治理具有非正式性和低制度化的特色，强调国家间的协商、互动
的过程而非制度化的结果，④一般情况下不成立正式的组织，没有秘书处、组织
章程和宗旨，只是召开一些旨在解决当前现实问题的会议，有时是首脑会，也

包括财长和外长会等。目前来说，金砖国家组织的合作机制采用软机制方式，
具有非正式性，分为外长会议、财长会议和峰会等几个层次定期或非定期会
议，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松散的论坛性质，至今还没有秘书处。金砖合作
当前以软机制和非正式机制为主，这是基于上述的各国战略意图相对透明、信
息可辨析和控制程度较高，同时也是现实的考虑，比如硬机制的难度。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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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交易成本分析学派对于制度形式选择的分析，强调不确定性越小则会选择制度化程度较低的国际
治理结构。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 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第 100—104 页; Katja Weber，Hierarchy
Amidst Anarchy: Transaction Costs and Institutional Choice，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0。

Kenneth W． Abbott and Duncan Snidal，“Why States Act through Form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Ｒesolution，Vol． 42，No． 1，1998，pp． 3-32．

Donald Puchala and Ｒaymond Hopkins，“International Ｒegimes: Lessons from Inductive Analysis，”in
Stephen Krasner，ed．，International Ｒegimes，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p． 65; M． Virally，“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 Legal Approach，”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Vol． 29，
1977，pp． 58-72．

杨力:《二十国集团发展报告 2012》，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61 页。



金砖的低机制化也客观反映了金砖合作形成及其发展过程中，较高的报偿文

化预期仍未完全形成，从而对治理效率、合作效果及进一步发展带来不确
定性。
第二个方面，金砖合作的问题领域、功能的拓展，反映了金砖国家对于合

作报偿预期的变化。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以 2013 年德班峰会为标志，金砖
合作发展呈现两个阶段。此前的第一阶段重在“经济治理、务虚为主”的“对话
论坛”，当然各国对于金砖合作的预期也有差异，比如，俄罗斯偏重于政治安全
领域的合作，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则强调经济治理与合作的重要性，包括五
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及金砖内部国家间的经济合作。① 2013 年峰会对于金砖合
作的内容、深度及机制等达成了新共识，将金砖国家发展成为就全球经济和政
治领域诸多重大问题进行日常和长期协调的全方位机制。德班峰会决定设立
金砖国家发展银行和外汇储备库，凸显了金砖国家在经济领域进一步深入合

作的实际行动。2014 年福塔莱萨峰会，金砖国家就开发银行达成基本共识。
金砖国家合作共有利益的拓展，合作领域的扩大，也将推动合作机制的建设和

完善。金砖合作的主题较为灵活，根据新兴国家所面对的问题而变化。合作
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比如全球经济治理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等是基本

的合作回报预期。而且，随着金砖经济合作机制的落实和深入发展，与政治地
位的回报紧密相关，体现了“议题联系”的功能。基于报偿文化内涵的丰富和
平衡，以及金砖合作向政治和经济合作并重的深入，金砖合作取得了较为稳定

的利益回报预期，增大了合作的未来可重复和收益的预期。
第二，完善国际规范的意愿。通过建设一种自身主导的国际制度，这不仅

对既有的主流制度构成一定的竞争压力，而且也加强了自身的制度规范设置

和倡导能力。因此，从体系文化的目标来看，金砖合作起源于对既有体系制度
的不满，同时也反映了试图塑造基于自身体系规范的愿望。② 前文中已提及新
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规范中权责不一致、非中性问题的态度，具备改革
完善国际治理规范体系的共同愿望。
金砖国家对外部世界的共识性反应显示了完善公正国际规范的意愿。金

砖成员国的内生共识汇聚成为集体共识，依照集体共识对外部规范体系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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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朱杰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转型》，第 59—62 页。
金砖国家正式成立的叶卡捷琳堡会晤联合声明中，呼吁二十国集团落实共识，承诺推动国际金融机

构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金砖四国”领导人俄罗斯叶
卡捷琳堡会晤联合声明》( 2009 年 6 月 16 日) ，《人民日报》2009 年 6 月 17 日，第 3 版。



共同反应，直接影响到成员国对未来影响的认知结构和判断方式，关乎合作的

持续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原有治理平台中的制度非中性现象
依然严重。在此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国家亟须自己的治理平台，参与全球经济
治理，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同时，呼吁改变原有治理结构中非中性的问题，使

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切身权益得到更全面的反映。目前，金
砖共识取得了不少成果，也面临着不少挑战。在谋求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过
程中，在金砖各成员国的积极努力下，2014 年金砖发展银行正式成立。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金砖国家合作具有一定的重复合作的规范文化，

因此增强了金砖国家对未来发展可持续性的信念，为金砖国家合作塑造了可

预期机制。因此，我们得出命题三:随着金砖国家间构建成功国际规范文化体
系共同愿望的形成及其渐进成功的实践，金砖国家合作博弈的相对成功增大

了未来可持续合作的预期，因此合作博弈成为理性的选择。
2． 内生共识因素及其未来影响机制。第一，成员国之间的认知同质性。
同质性的主要指标有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差异等。同质性促
进国际合作的形成，其基本的理论逻辑在于相似国家间更容易产生合作的愿

望和需求，同时基于国家同质性的接近，初始合作的信任也更容易形成，合作

过程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也更小。第一个指标是意识形态因素，即基于相同的
意识形态( 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等) ，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及其认知及互动

将会增多，而意识形态的相近性也能够让相关国家产生更多的先验情感信任。
所谓的“民主和平论”“民主少冲突论”①“民主合作论”就是遵此逻辑。尽管具
有一定的市场，但现代国际合作的多元化已经逐渐打破这种同质和平、同质合
作的论说基础。第二个指标是经济发展模式，侧重于在经济发展领域的合作。
由于相同的经济发展模式，那么，相关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可能及机会将增

多，同时，由于相应的经济发展制度和模式的相似性，国家间更容易在经济领

域寻找合作的机会。最后是文化价值观的指标，国家间的文化价值观越相似，
则越有可能促进、引发合作的可能，因为文化价值观会拉近相关国家间的身份
距离，有利于构建更为一致的集体身份。文化价值模式的一致，也促使相关行
为体能够消解在合作起源中意图的不确定性，有利于行为体对利益和身份的

清晰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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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ruce Ｒussett，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Princeton，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丁韶彬:《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三角和平论评析》，《欧洲研究》2004 年第 3 期，第 54—64 页。



金砖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异会引发外界对金砖合作机制稳定性的担忧，例

如，发展阶段不同、经济结构不同、国情不同、地缘政治状况不同。在差异性的
基础上展开合作，融合各成员国不同的利益诉求，是金砖国家合作的一大挑

战。在金砖银行先期资本投入额度、银行负责人人员、金砖银行组织架构、股
东权责及总部地址的选择等实质性问题上，金砖国家进行了有效沟通。① 如果
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中国作为其经济实力最强、国际影响力最高、出资比例
最高的国家，应该获得与之相匹配的投票权比例。但中国从合作大局出发，为
改变旧有经济治理秩序的不公平现象，倒逼国际金融治理秩序的变革、提高新
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秉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在制度设计与安排上做

出了牺牲和让步，为金砖合作机制的长期稳定性做出了重大贡献。② 最终，金
砖各成员国能够减少差异与分歧，协力推动金砖发展银行的建立。目前，金砖
发展银行的负责人来自印度，总部位于上海，高层管理人员分别来自俄罗斯、
巴西、印度。金砖银行从筹备到 2014 年宣布成立，都体现了金砖机制通过协
商，解决问题的同质性合作特点。
金砖国家同质性客观上存在较大差异，如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各异，而且

文化差异也较大，经济发展模式等也存在相应的竞争性。但从同一性认知来
看，金砖国家同质性差异的认知，被共同的新兴地区大国身份，以及相应的地

位追求和利益保护共识所超越。
第二，内生共识。内生共识和信任对合作而言是最为微观的基础，主要包

括地位共识( 包括对现行制度公正性、包容性、排他性的认识) 、身份共识和利
益共识，此类变量体现了国家能动性对合作形成具有塑造力。现有的国际制
度的非中立特性，导致新兴国家群体在崛起过程中，在制度、规范和话语等方
面处于不利的地位。在此情境下，新兴国家群体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是加入主
流的国际制度当中，分享既有国际制度 /规范的权力，要么另起炉灶，成立自身
的制度。因而，金砖国际合作事实上是获取、影响和塑造国际规范 /制度权力
的一种途径。③

首先，地位共识。新兴国家属于各区域的大国或新兴崛起国家，作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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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福塔莱萨宣言》，《人民日报》2014 年 7 月 17 日，第 2 版。
林跃勤:《金砖银行:重构国际金融新秩序》，《光明日报》2014 年 10 月 15 日，第 15 版。
Adriana Erthal Abdenur，“Emerging Powers as Normative Agents: Brazil and China within the UN Devel-

opment System，”Third World Quarterly，Vol． 35，No． 10，pp． 1876-1893。关于金砖国家行为体如何塑造国际
规范的反向社会化分析，参见 Pu Xiaoyu，“Socialization as a Two-way Process: Emerging Powers and the Diffusion
of International Norms，”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 5，No． 4，2012，pp． 341-367。



身份的新兴大国群体，金砖国家的合作有助于巩固各自国家在地区的影响力，

彰显区域和国际地位。地位的追求成为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重要的非物质性
目标。特别是对于国际社会中的新兴崛起行为体而言更为重要。① 由于后发
优势，从经济上来讲，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国家经济上的迅速崛起，让其迅速重

塑了先前的国际经济权力结构。但是，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并不是对等的，金
砖成员国均对既有国际体系的公正性和代表性不满。经济上的成就并不能直
接带来相应的政治地位。为了追求更好的国际和地区地位，包括地区影响力、
国际规范的建设者等，新兴国家合作的愿望会比较强烈。经济全球化大势所
趋，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离不开开放、公正、公平的中性国
际规则。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能够凝聚更多的共识，代表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国
际舞台上大力呼吁改革非中性的国际规则，“承诺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使
其体现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应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
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②

其次，身份共识。合作所形成的一种团体身份即新兴大国群体，对于金砖
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的身份建设意义，也有利于金砖国家应对体系所主导的话

语和规范压力。如何在既有的体系中获得相应的合法性，这决定着新兴国家
在崛起过程中是否能够成为一种独立力量。金砖国家对自身、对合作机制的
身份定位是否清晰，也决定了上述的目标能否实现。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金
砖国家的身份共识总结起来是共同面临自身、组织内、区域内和全球经济增长
与发展问题，承担重要“支点”作用的新兴国家。在几次领导人峰会的议程和
达成共同宣言的内容上，金砖成员国的身份共识清晰可见。
主导的体系国家和国际制度对新兴国家的身份一般持两种态度: 接纳与

排斥。这当中又夹杂着复杂的利益考虑，比如既有的国际制度希望新兴国家
更多承担国际责任，而较少享受独特的体系规范主导和话语权等。③ 而且，能
否顺利成为既有国际制度的主导者之一，取决于多方面因素，比如是不是经济

上的有力竞争者，是不是战略上的竞争对手，是不是同质性相同的国家成员

等。基于成为既有体系成员面临各种困难，“金砖四国”愿意加强在能源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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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g Yong，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 The Ｒ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New York: 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Debora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Status Seekers: Chinese and Ｒussian Ｒe-
sponses to U． S． Primac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34，No． 4，2010，pp． 63-95．

《“金砖四国”领导人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会晤联合声明》( 2009 年 6 月 16 日) 。
苏长和:《中国与全球治理: 进程、行为、结构与知识》，《国际政治研究》2011 年第 1 期，第 35—

45 页。



社会领域、教育和科技领域的合作，致力于推动多边外交，支持联合国在应对
全球威胁中的中心作用;强调并支持在国际法治、平等合作、互相尊重、由各国
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的基础上，建立更加民主和公正的多极世界。①

在一些特定情况下，比如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处于相似国际地位的新兴

大国出于应对金融危机的需要，加强相互间的合作是一种高层共识。② 新兴大
国既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遭受到全球金融风险的损失，而在

既有的全球治理结构中，又缺乏对等的国际规范和制度的倡议和执行权力，这

种情境客观上成为新兴大国身份确立的外在条件，换言之，西方主导的国际制

度和规范成为新兴大国身份的“他者”。此外，金砖的集体身份还体现在中国
和其他金砖国家集体推动了“二十国集团”成员国领导人于 2009 年匹兹堡峰
会上达成共识，同意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

占的份额;中、印、巴、南为代表的金砖国家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集体发声，对
发达国家提出完成京都议定书二期减排的要求;成立金砖银行和应急储备金，

为基础设施投资奠定资金基础等。③

最后，利益共识。在某种意义上，制度和规范的不平等性，也会导致相应
的利益难以受到保护。新兴国家对于利益的共识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由于
既有体系和制度的非平等性，相关的行为体在国际制度和体系的交易中往往

不能有效地保护自身的国家利益。④ 二是在新兴国家的内部，也需要较好的合
作及其制度，对相互间的交往进行更多的规范和制度保障，从而促进自身内部

的利益增长。“‘金砖四国’对话与合作不仅符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⑤

制度、地位和身份共识，决定了不同的制度建设、地位安排和身份建构，产
生了不同的利益界定和利益互动。特别是对于已经在国际经济权力格局中占
据较大份额的新兴国家而言，如何在制度、规范和文化等方面进行相应的调
整，寻找到符合自身实力的制度格局，对于维护新兴国家的利益而言是十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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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2005 年版。〔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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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和必要的。因此，在对既有的体系制度和文化进行调整，维护自身利益方
面，新兴国家具有较大的共识。基于上述两个内生规范要素的分析，我们认
为，金砖国家对于自身国家类型属性的认知及其在身份、地位、利益共识的逐
渐形成，对于金砖合作的形成及发展具有重要的未来可持续预期影响。因此，
我们得出命题四: 随着金砖国家间关于自身内部的地位、身份和利益共识的逐
步增大，在既有的体系压力和共同改革体系规范的愿望下，金砖国家超越了国家

间同质性差异较大的现实，进一步增强了金砖国家合作的未来可持续的预期。

结 论

金砖国家的合作具有系列的特性，比如非制度化、超越国家同质性的差异
等。金砖国家也是中国自身主动参与缔造并发挥重要规范建设作用的国际组
织之一。① 从理论和现实维度来看，如何阐释金砖国家合作的起源是十分重要
的学术命题。本文并未追求单因论的理论解释，基于金砖合作理论起源研究
的相对较少，以及单因论容易走向理论片面性的考虑，笔者探究了系统的解释

变量类型的归类，并相应承接合作起源的作用机制，探讨不同维度、层次和属
性的解释变量的作用过程。在此理论解释框架下，体系和单元层次的报偿结
构预期，以及外生和内生的未来影响认知，成为金砖合作起源的两种核心作用

机制。
本文在系统阐释合作起源理论的基础上，将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解释因

素和作用机制链接起来考察，回答了不同因素通过不同机制作用于合作的形

成。从理论意义上来说，体现为以下几点。
其一，相对于先前较多的对抗型合作类型，②本文重点转向了功能型和发

展型合作的解释，阐释合作博弈中的集体理性和利益的起源。这既梳理了金
砖国家的合作特性，同时也是对于先前合作类型及其前提认识的推进。
其二，金砖国家的同质性存在较大差异，而且也有声音质疑金砖国家的代

表性。从此意义上来说，金砖国家是与西方主流的国际制度假定之一即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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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总体的态度是参与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相关概述参见王逸舟主编: 《磨合中的建构: 中国与
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3 年版。
对抗性合作包括联盟等国际合作类型。关于国际制度的形式划分，参阅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

选择: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第 120—166 页。事实上，近现代功能性国际组织和地区一体化都是功能性合
作的经验表现，但我们认为金砖有其他特殊性，是跨地区、跨意识形态、文化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新兴大国
联合体。



国家合作论有区别的。无论是“民主和平论”“民主信任论”，还是国际制度的
理性缔造等组织理论，包括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对外民主改造实践，均持民主

国家是合作( 特别是有效合作) 的基础条件的论断。同质性合作论具有一定的
理论基础，但也造成了合作的封闭性、排他性，从而不是一种包容和多元的合
作。金砖国家合作超越了国家间同质性差异，创造了多元和包容合作的
范例。①

其三，国家的能动性对于合作起源和发展的重要作用。与简单的强调结
构压力的合作起源不同，在金砖国家合作起源解释中，还可以看到国家的策略

选择和认知的重要性，比如，国家间互补性的发展和调节，国家间对于利益一

致性的判断和塑造，以及塑造一种良好国际规范的预期。关于同质性同一性
的知觉及身份、地位和利益共识的增强等，都有力地促进了金砖国家合作的形
成。② 实际上，金砖国家合作的起源体现了国家的能动策略。
其四，传统合作起源的理论解释大多是因素解释，讨论各种理性和有限理

性因素是如何作用于合作的共同愿望和默契的形成。本文的研究综合了因素
和机制的解释框架，进一步将四种维度的原因变量及其作用机制剖析出来。
因此，这是一种动态的因果解释理论，强调因素和过程的结合。
合作的起源及其理论解释，实际上包括更多细微的问题，比如合作何时形

成，是否有一种因素是最为核心的，合作机制的选择问题，以及金砖对于国家

自主性的影响等。③ 关于金砖合作起源的解释，未来可在若干领域建议不断深
化研究，如金砖国家合作为何是 2009 年形成，金砖合作为何选择非制度化机
制的形式，在本文所提出的四类作用机制中，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的，等等。
未来研究的开展需要进一步综合借鉴组织社会学和行为学、制度理论及合作
情感等方面的前沿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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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and a series of adjustments ensued． The crisis，however，can-
not remake a new order by itself．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economic
order hinges upon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relative economic pow-
er，international economic rules，and economic governance philoso-
phies．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the relative economic power between e-
merging and advanced economies and among themselves has exhibited a
dual-level differentiation，and South-North economic relationship has be-
come more diversified． The competition for rule-making is becoming in-
creasingly fierce among world countries，especially among the major
powers，but the difficulty in dominating agenda-setting accelerates the e-
mergence of a non-centered world economy． The status of liberal market
economy as the core developmental and governance philosophy is gradu-
ally declining． In short，the world economic order is entering into a peri-
od of deep adjustment and change，but it is still far from achieving a fun-
damental transformation

AＲTICLES

The Origin of the Cooperation of the BＲICs: 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Ｒen Lin and Yin Jiwu ( 102)………………………
The BＲIC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latforms for China to strengthen
developing countries' discursive power and rule-making capacity in global
governance． As for the origin of the BＲICs cooperation，exogenous func-
tional factors include systemic external environment，power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while exogenous normative factors include reward culture of repeated co-
operation and desire to improve international norms． But，on the other
hand，endogenous functional factors include the number of actors，com-
plementarity，and domestic politics，while endogenous normative factors
include the recognition of homogeneity and emergent consensus． The
BＲICs judgments on maintaining the reward structure and on their future
impact are the two mechanisms to connect the factors mentioned above．
The origin of the BＲICs cooperation stemmed from their political and e-
conomic rise as well as the non-neutrality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
mong the BＲICs，as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gradual-
ly increases，their consensus about the pursuit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interests transcends their differences，the organizational trust of an align-
ment emerges，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BＲICs further develops．

The Assimilation Dilemma for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
Zimbabwe Shen Xiaolei ( 129)………………………………………
The new Chinese immigrants have made many contributions to
Zimbabwe'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mid-1980s，but
their assimilation into local communities is still problematic． In recent
years，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both inhabitation and commercial areas，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immigrants' associations，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ocal media，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Zimbabwe is maturing
gradually． But what has taken shape is an internally oriented social envi-
ronment，which decreases the Chinese immigrants' motivation and ability
to assimilate into local communities． Furthermore，the interaction be-
tween them and the local people has generated some negative feelings to-
wards each other，which means that Chinese immigrants have a difficult
time in identifying Zimbabwe as their second hometown，and the local
people cannot truly accept them． In order to adapt themselves into local
communities，new immigrants have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activities，in-
cluding regulating their behaviors through internal initiatives，fulfilling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organizing large-scale cultural and sports activ-
ities with the local people． Those measures have achieved tangible re-
sults，but Chinese immigrants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before their as-
similation into local communities．

ACADEMIC ACTIVITIES

A Summary of the“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y in China:
Theory，Methodology，and Theme” Zhao Jianwei ( 153)…


